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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德伦理学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主要

有超越、退步和互补三种。本文将沿着康德对亚氏超越的路径进行思考与分析，并通过对二者德性观的

比较以及对不能自制问题的解决方式的比较，指出康德意志论的进步性。基于此行文思路，本文主要分

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古希腊传统德性观与康德的善良意志观，探讨知与德、德与恶的界限，

简述康德善良意志论较亚氏伦理学而言更注重“善”的内在性；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知识导致行动与意志

导致行动，探究解决不能自制问题的新思路，指出康德自由意志论更好地解释了不能自制者行为的因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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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nt’s ethics and Aristotle’s ethic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ethics, and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understanding of this relationship: transcendence, regression 
and complementarity. This paper will think and analyze along the path of transcendence, and 
point out that Kant’s transcendence is embodied in the progress of Kant’s theory of the will b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204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2044
https://www.hanspub.org/


李嘉琦 
 

 

DOI: 10.12677/acpp.2024.132044 287 哲学进展 
 

comparing the two views of virtue and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out of self-control. Based on 
this train of though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ncient Greek traditional view of virtue and Kant’s view of good will, and discusses the boundary 
between knowledge and virtue, and between virtue and evil. Kant’s theory of good wil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ity of “good” than Aristotle’s ethics.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at knowledge leads to action and will leads to action, explores a new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ut of self-control, and points out that Kant’s theory of free will better explains the causality of the 
behavior of the out of self-control than Aristotle’s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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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意义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第一次将人的本能与自然演化从神创论下解放出来，以自然状态的失序与人

的本性的混乱多疑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将神这座大山从人类社会的起点移开，而以一种更加冷静、

更加充满人文色彩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演化。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处于一种紧张的战争状态，

其中只存在兽性本能，而不存在道德关系；人和人是在寻求自我保全的基础上不断磨合、合作，从而逐

渐产生出人类社会的。由此可见，在探索人的意志是如何发展的时候，必须掀开神秘主义的帷幕，这样

才能越过神意从而直指人自身。 
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激进的机械自然观与“人是机器”思潮盛行一时，除了自然律外，似

乎并无可信的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之物存于世上，连人本身也是宇宙间的机械运动的产物，时人对人性的

探讨重回僵化窠臼，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文精神面临失落。于是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提出响亮的口号“要

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要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每个人都有理性思考的能力，都有运

用自己理智的能力，在这件事上，不能被任何世俗权威左右，正如“凯撒不能超过文法学家”。 
康德针对形而上学摇摇欲坠的大厦，进行了重建工作，本文侧重于表述康德在伦理学领域对以亚里

士多德为主的古希腊伦理观的超越，来论述意志论的进步性。 
为了在自然律之下为道德律寻找合法性，康德作出了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康

德哲学是由两座山支撑的，他的伦理学就好比一架桥梁，沟通两座山。自然律与道德律何以共存，自然

科学与道德意志何以同在，面对机械自然观危机而又如何保存道德自觉的火种，这是康德需要思考的问

题。为此，他将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区分而又统合，用两个世界的学说赋予现实世界中道德律以合法性，

既重塑了形而上学体系，又为自然科学发展留下余地。 
而为何选用不能自制问题作为切入点，善良意志观对解决不能自制问题的进步性又何以体现？这种

论述进步性的视角何以成立？原因便在于传统美德伦理学与实践理性的伦理观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康德

先验的意志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伦理行为原则作出补充与再阐发。事物发展、思想进步并不是断

代的，并不是全异且互斥的，而是同在一个历史维度上，同在一条发展脉络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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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发展比作为花的生长，指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互斥的，而是处于不同的发展环节上，正如花

落与花谢。由此可见，本题已然暗含了几个思考：首先，道德哲学本身便有着一条有机的发展脉络，并

不是死水一潭，而是全人类的人性之共相的哲学；其次，进步性是联系的环节与发展的环节，必然有从

旧至新的突破；最后，本论题应对所涉及的各个概念本身作出诠释，即德性与幸福有何不同，意志与理

性有何关系，道德与自由是共容还是冲突？从德福之辨入手阐发善良意志观，是康德意志论区别于传统

美德伦理学的鲜明特征。 

1.2. 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大部分对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理学之间关系的讨论，是沿着一条基本路径进行的，那

就是从时间的维度看待代际关系。如上世纪末，有学者认在分析西方智慧与德性的传统的论文中提到，

阿奎那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此之后道德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被完善，逐步发展至启蒙时代，

康德对启蒙运动中种种关于知性与德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最初以亚里

士多德伦理学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体系[2]。近几年的学术讨论中，有学者分析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

嬗变时，就是主要基于亚氏与康德的伦理学[3]。但仍有学者认为这种道德形态转变的解释模式是有待商

榷的，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伦理学中是具有相同的道德意识结构的，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4]”。此外，近十年间，学术界在研究亚氏与康德伦理学时对二人看待自制问题与美德问题的区别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比较二者区别与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国外有学者对此的研究方向与国内有所不同，譬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

理学都无法独善其身，二者的性质是互补的。近代以来理论与实践的二分使得实践哲学本身进入了一种

困境，那就是有“理论”不一定非“实践”得好，为了平衡这个问题，要将康德的形式主义与亚里士多

德道路结合起来。康德的形式主义突出的是在道德选择中理性决断的纯洁性，把理性独立地放在了无知

之幕的后面；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德性是与理智德性和风俗习惯离不开的，伦理的知识要在应用中形成

[5]。伽达默尔这种研究思路也被国内学者采纳了，胡传顺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对伽达默尔这种将康德

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合理成分合一的道路进行了阐释，指出实践哲学的发展方向必须兼有康德

纯粹理性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6]。但也有学者是站在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突破的视角上思考当代道德哲

学对过往的继承路径，提出康德的学说的核心是一种规则的观念，这等于把亚里士多德的明智降级[7]。 
综合来看，这几种研究思路都有充分的学术价值，本文侧重于讨论善良意志观对不能自制问题的解

决新路径，因此行文过程中选取继承与突破的思路行论述。 

2. 以实践理性为基石构筑善良意志观 

2.1. 先验理性是人选择伦理行为的依据 

在古希腊伦理学传统中，“善”被当作最高价值追求，也是道德上的最高境界。亚里士多德在承袭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善的讨论后，将最高善描述为幸福，展开了一系列论述，提出了著名命题“德性即

幸福”。在古希腊社会中，“德性”一开始指的是在某件事上做得好的一种能力，如赛马场上马的德性

是跑得快，生活中刀的德性是锋利等等。于是，在这种传统下，德性逐渐具有了描述一种好的技艺或品

格的作用，在谈论人时，也就用以赞美人的美好品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对德性做出了进一步的

阐释，他将古希腊的美好品德概括为“智慧”、“节制”、“勇敢”和“正义”这四元德。到了亚里士

多德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在前人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德性”的内涵，他从灵魂的努斯的角度入手，将

德性看作是努斯在人性上的延伸，以及人基于对善的生活的追求而作出的自我实现。综合上述种种，廖

申白先生将德性概括为“德性就是人们对于人的出色的实现活动的称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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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美德为讨论中心的学术倾向一般被称作美德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很看重人德行的重要性，且

认为人的行为与他是否有德有着很大联系。外国哲学家沃森这样概括道，“行为与人的德性是分不开的，

即行为的正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为者本身是否具有美德[9]”。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陈真进一步将

沃森对美德伦理学的解读概括为“对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解释时以美德为第一性[10]”。而“德性即幸福”

这一命题，实质上指的就是，如若欲求善，欲求一种幸福的生活，那就要发展自己的美德，去过有德性

的生活。麦金太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把“幸福”用于对人的完整一生的判定。当我们说某人是幸福的或

不幸福的时候，判定的不是他的特定的状态或行为，而是他的生活[11]。这样也就不难以理解为何亚氏认

为幸福就是过有德性的生活了。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伦理学是一种目的论的道德哲学，是以至善为目的，

以实践这一人特有的灵魂的自我实现活动为前提的。换句话说，这种道德活动不但必须令人感到愉悦，

且这种活动其本身就是令人愉悦的[12]。 
康德伦理学的出发点与亚氏相异，康德并不用一种“抽象的善”作为自身道德哲学的最高点。但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康德的出发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灵魂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不论二者对于伦理行为的规律如何看待，都承认讨论该规律的前提是，作为研究对象的道德行为是

具有规律的，即“绝大多数人在面临某种境况时都会这样选择这样的行为，而不是那样的行为”，这体

现了人类在进行行为选择时有法可依。 
通过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行为越高尚，越体现在一个人做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的事，且此事

是将他人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前的时候，且这个“利益”常常并不是指权势金钱，而多指生命健康，也

就是俗话常说的“将生死置之度外”。可见，我们对道德行为的评价除了有与无的区分外，还有程度上

的区分，我们不仅用“有道德”称呼见义勇为的人，还用“道德高尚”来对此人进行赞美。但同时显而

易见的是，每个人对于这个程度的把握并不相同，于是道德评价也就因此不尽相同。对于某个人是否德

福一致，不同的评论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中的道德争论也由此而来。 
在论述自身的道德哲学时，康德对古希腊的善是最高目的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强烈反对通常被称

作“幸福论”的学说，认为私人幸福原则与道德原则直接对立，前者有关满足我们自然偏好的经验境况，

所以因人因事而异[7]。 
这就是说，康德认为依赖于个人思想判断的“善”并不可靠，欲求自己所想的“善”时所做的行为

也并不能算是道德的行为，因为在判定某种言行是否符合“善”的标准时，由于人事境况的不同，故而

结论也是不同的，换言之，这种行为在社会中并不具有道德普遍性。 
既然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看法不同，那么在幸福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上，自然也有所不同。亚

里士多德强调幸福就是过有德性的生活；但康德认为，幸福虽然与德性相关联，但其并不是德性的附属

品与派生物，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这类观点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一书中就

有所体现。苗力田先生在翻译《原理》时，将康德的幸福观做了简要概括——一个有德性的人还应得到

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性在程度上相一致。德性是幸福的条件，其本身须是无

条件的善[13]。由此可见，尽管幸福之路上有德性相伴，但有德之人并不都会幸福，二者之间并不是充要

条件的关系。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即幸福”论述在康德看来是存在缺陷的。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还有一个需要被正视的问题是——拥有美德的人似乎也并不一

定会做有德的事之事。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好人拥有智慧、勇敢等美德，他所行之事就是良善之举，但

如果一个坏人拥有这些品质，那就无异于助纣为虐。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就是拥有这些品质

并不能帮助一个人过有德性的生活而成为幸福的人，有德性的关键在于人做事的动机是什么。 
长久以来，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引人深思。从亚里士多德“幸福就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到康德“自

律即自由”，我们不免思考——德福究竟是否具有一致性？在此问题上，可以这样进行剖析：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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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德性是人类拥有诸如智慧、节制、正义、勇气等优秀品质，这种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是人区别与动

植物的关键所在，人发扬这种品质，过有德性的生活，就能促进社会正义友爱，这就是幸福，换言之，

人能够获得幸福的根源是因为人是人，人具有这种获得幸福的客观“前提”。而康德德福不一致的观点

是从两个世界理论开始的，人之所以能幸福快乐，是因为人追求私欲而未按普遍性原则选择道德行为，

因此人类世界的这种不完善性以及人类处于必然王国的他律性凸显出了理性的自律性的珍贵。故而普遍

性道德原则和私人幸福原则相对立也是因为人是人，因为人具有满足物质欲望的劣根性，这也是人之所

以为人的客观“前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性是基础，德性是前提，幸福是结果，道德与幸福具有

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康德这里，理性是前提，但道德与幸福都是结果，道德是顺应理性的结果，而幸

福是违背理性转向欲望的结果，若没有理性，则人会像动植物那样只知满足物质欲望与生理欲望，而有

了理性，人才成为了人，可以摆脱他律性，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康德才以作为先验

理性的善良意志作为人选择伦理行为的依据。 

2.2. 善良意志是人区分德与恶的准绳 

从更严谨的角度来理解康德所说的“动机”，就可以将其说明为“意志”。康德在《原理》中，将

意志解释为“有生命东西的一种因果性[13]”。也即，对于人来说，意志是具有理性的人发生行为的原因。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不难发现他的德性观是建立在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共同作用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德性的生发除了有灵魂的理性部分的努斯的作用，还与社会风俗有关。然而，在康德这里，康

德将意志看作是纯粹实践理性本身，实践理性和感性世界无关，与形而上的物自体世界有关；社会风俗

也并不参与意志的生发，反而是在道德行为发生后形成的，充满感性经验的现实社会是意志指导行为的

产物。照此来看，如若人的心灵缺乏一个内在的、善良的意志对其进行正面的影响与积极的引导，人就

无法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也无法判断一个人所获得的幸福是否符合普遍认识。而这个所谓的善良的意

志就是由实践理性所产生的先天就内在于人的行为原因，通俗一点说，可以将善良意志大致理解为人做

事的善根。 
概括来讲，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缺乏一种公约力，并且四元德是由灵魂的理智部分的德性与欲望活

动上的德性共同组成的，是一种简单的分类与统合；而康德的意志论从纯粹实践理性的角度出发，并不

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预设理性与欲望的相反对或相适合，而是以善良意志之善的内在性来论述德性如何经

由善良意志生发。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的重点在于，实践理性的德性(“明智”)，作为理智德性可由教导生成又与伦理

德性不可分离，是依赖于后天的感觉经验的；而康德的德性观，并不把美德视为实践理性的德性，而是

把德性视为实践理性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在两端之间寻找中道，譬如明智这个

美德，就是处于智慧以下，而又处在愚昧之上，这其实是在价值的世俗感性排序中，寻找不偏不倚的中

间之德。但在康德的角度他并不接受亚氏这种看似明晰实则模棱两可的中道观，因为这种原则只是理解

起来很简单，但却无法真正确定什么是德性什么是恶邪，只能描述量的差别，但是各种程度之间真正的

差异是无法描述的。而康德的德性论抛弃了后天经验，而改立为先天说门庭，他的这种先天说为基的理

论证明的便是德性和恶邪之间的关系绝非程度的不同，而是存在着质上的差别。“德性是实践理性的自

主性”的意思就是，德性之所以为德性，不是在与其他程度的价值作比较中产生的，也不是依赖于社会

风俗而生发的，而是仅仅作为实践理性的自身对善的欲求，也就是说，德性就是意志本身的一种道德力

量。 
根本上说，善良意志不是至上神赋予的，也不是世俗权威赋予的，而是就源自人本身，其本质是自

由——“善良意志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是理性意志的自由。道德出于自由的本质，只有自由才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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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14]”。如此伟大而真正的善全在我们的选择能力之内，在意志能力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一意志本

身有如此大的力量[15]。 
而前文认为康德意志论的出发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灵魂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有些相像的地方，

正是指的此处。康德“意志自身就是善的”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自身有自我实现的实践的需要”的论述，

都指出了道德行为具有自内向外生发的趋势，不过康德更加鲜明的点出了这一点，而亚里士多德只是以

此说明道德行为是人特有的行为。 
若说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进步体现在，区分知与德的界限，从“无知即是恶”的思考转入“德

性要在实践中检验”；那么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进步就体现在，划清德与恶的界限，否定了德与恶只是

程度不同的中道原理，指出德与恶在根本上的不同质，并且更加强调德的彰显是由内而外的。后者这种

超越带来了思考角度的改变，即从“幸福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向“怎样的幸福是有价值的”

“怎样才值得幸福”的转向。 

3. 从知识导致行动到意志导致行动 

3.1. “不能自制”并非出自无知 

传统目的论中最高的“善”被解构后，新的道德哲学体系就要被着手建立了。实际上，康德在建构

这个体系时，是将此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进行讨论的。并且他的道德哲学并不是开门见山就讲晦涩难懂

的知识，而是对此类知识有一个思考与发掘的过程，他的哲学体系也有通俗的一面，是有通俗道德哲学

为基石的，如果想要完整理解他的这一套体系，那么首先应该理解的就是关于通俗道德哲学的部分。康

德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个层次是通俗道德哲学，要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寻找道德先天原理。虽然原理本

身仍旧非常抽象而晦涩，但他认为这些原理却是每个普通人“日用而不自知”的，并且这些原理对普通

大众的道德教育与交流互动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下，康德也就更进一步，将第一层次

的讨论引入第二层次，将通俗道德哲学提升到了道德形而上学。而之所以以道德行而上学对这部分进行

概括，是因为康德认为在最原初的人性中一定存在着一种根基，且这根基是先天的、形而上的存在着，

由此形成的道德哲学体系就是道德形而上学。而第三个层次，就是要寻求道德形而上学的条件，也就是

找到他这个形上论道德哲学的前提与依据在哪里，也就是以批判性的眼光严肃的讨论“道德形而上学何

以可能”的问题[16]。 
在第二层次，康德提出了一种区别于追寻抽象善且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以命令形式发出的普

遍道德律。与亚里士多德“德性即幸福”这种以美德伦理学为出发点的简单幸福论论述不同的是，康德

的道德律显然更为严谨，并且逻辑性也更强。在这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中，康德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超

越主要体现在明确指出了意志的自由。 
亚里士多德区分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是在努斯存在的基础上对理性与欲望进行二分而形成的。在

一些问题上，简单的理性欲望二分的体系无法很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比如，对于做事“不能

自制者”该如何解释原因？做事“不能自制者”指的是行为者在理智上知道做某事是错误的行为，但是

还是做了此事。苏格拉底坚持否认不能自制情形的存在。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人有知识，又奴隶般地

被别的事物主宰，这是荒唐的。苏格拉底一直完全反对这种观点[8]。苏格拉底的出发点是，没有人会“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此表面上的不能自制实质上还是源于无知。当行为者缺乏知识时，他就并不

是“明知山有虎”了，而是“不知山有虎”，那么他的行为就不算不能自制，因此不能自制这种情形是

不存在的。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自制的现象与经验事实相符，是确实存在的；与

苏格拉底相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同样试图从知识这个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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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能自制”与心理冲突背反 

亚里士多德首先对不能自制与知识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的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

是判断不能自制者是否具有知识；第二个方面是若不能自制者是具有知识的，那么他具有的知识是多还

是少，这份知识能不能被正常运用以及足不足以影响他的判断，换言之，是要考察行为者是在何种意义

上具有知识。亚里士多德论述道，即使是具有知识，也是有两种不同意义的，他将这两种不同意义以两

种情况说明：1) 具有知识而不在行为时运用知识；2) 具有知识并在行为之中运用知识。从实践三段论中

可以看到，当大前提与小前提同时满足时，人作出与结论相反的行为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因此不能自制

者的情形应当是具有对大前提与小提前的知识，然而这知识就像初学者背诵名言警句一样——只能说出

名言，而不能理解名言，不能自制者并不能很好地按照实践三段论推进行为。因此，不能自制者具有知

识而不运用知识的情况，就像一个睡着的人、疯子或醉汉那样。因为当一个人不能自制时，呈现给他的

知识不是真实的知识，而只是感觉的知识[8]。 
概括来看，亚里士多德对不能自制的解释是，人的行为受理性与欲望两方面控制，如果欲望受理智

的支配，那么行为者就会做出正确行为，如果欲望反对理智，那么行为者就会做出错误的行为。而当欲

望反对理智时，他所具有的知识并没有被运用，而仅仅是一种感觉的知识，不能算作真知灼见。 
但是这种解释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从实质上说，这种从知识角度解释行为的思路是一种对苏格拉底

的复归。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无知即是恶”，即不存在一个人在明知做某事有错时依然做此

事的情况，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知故犯，只有知而不为或为而不知的人，而并没有知法犯法的人。

而亚里士多德虽然证明不能自制者属于明知故犯一行，看似与苏格拉底的论述相矛盾后，却又给到了一个

关键性条件，即不能自制者所具有的不是真知识而只是感觉的知识，又复归于苏格拉底的知识观问题[8]。 
在划分不能自制问题与是否具有知识的情况后，亚氏进一步就不能自制的范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

为自制、节制、不能自制与放纵四种情况。按照刘作先生对亚里士多德所举的“甜食”例子的实践三段

论的重构，可以将这四种情况简述如下：大前提：每个人都不能以不适当的方式品尝甜食；小前提：1) 我
是一个人，2) 甜的食物是令人愉悦的并且这个食物是甜食，3) 品尝这个甜食是不适当的；结论：我不应

当品尝这个食物。这个三段论不适用于节制者，因为他没有(2)。它适用于自制者。自制者有(2)，但不被

它诱惑，而是坚决执行理性的判断。放纵者的大前提与这里的大前提是相反的，同时没有(3)。在不能自

制者这里，在行动的那一刻，起作用的是(1)和(2)，大前提和(3)失去作用[17]。由此可以推知的是，放纵

者与不能自制者的行为受相同的知识驱动，即大前提与(3)失效，只有小前提(1) (2)起作用。那么放纵者

与不能自制者又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呢？亚里士多德继而提出，不能自制者是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虽然他确实做出了错误行为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不应当的；但放纵者并不会像不能自制者

一样在做错后产生一种负罪感心理，与此正相反，放纵者认为自己应当做自己欲求的那些事，而并不觉

得这有错或不合适[8]。不能自制者是由于受感情影响而违背了正确的逻各斯并放弃了自己的选择的。在

二者的差别中，感情的作用是重点，正是因为感情上想要靠近欲望，故而不能自制者的选择倍受感情影

响，但这只能影响物质层面，使他偏离正确的逻各斯为他指引的轨道去做，但却并没有影响他的心理层

面，并没有让他像放纵者那样相信追求肉体的愉悦是理所应当的[8]。 
照此来看，亚里士多德是在强调一种心理上的冲突，他用感情来调和他论述间的漏洞。不能自制者

即使一时做出错误决断，但是会感到后悔，也意识到了自身行为的不正确，可是这其实和前文的论述是

相矛盾的。一方面，如果不能自制者感到后悔，那么他必然清楚的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

这样他才会为自己没有做应当做的事而后悔，可是在实践三段论的推理中，很明显他不知道自己应当做

什么，那又如何产生后悔的心理呢？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自制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正确，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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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清楚地把握所有前提，他就会形成正确的实践三段论，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不能自制者行

动的部分前提是被感性欲望打断的，所以他并不能形成正确的实践三段论，那么他如何知道自己的行为

是不符合应有结论、不正确的？这显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点。 
综上，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不能自制：其一，他有向苏格拉底知识论复归的趋势；其二，

他这种强调心理冲突的解释方法自相矛盾。 

3.3. “不能自制”源于意志导致行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将不能自制分为强不能自制与弱不能自制两种情况，在强不能自制

情况下，行为者冲动的欲望蒙蔽了大脑，从而接近一种无知的状态；而在弱不能自制情况下，行为者充

分冷静，并对所处情景进行了理智分析，但还是在明知错误的情况下因一己私欲选择了错误行为。实质

上，弱不能自制才是亟待解决的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问题。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无法很好地解释不

能自制的原因就很明了了——由于他的伦理学所处的出发点，他只能解决第一种情况，而无法解决第二

种情况。这个出发点就是“知识导致行动”观。亚里士多德的不能自制论证只在人处于冲动到丧失理智

以至于在行为前陷入近无知状态时才有效，而无法对冷静分清利害而仍然受欲望驱使做出值得信服的解

释。正是因为在强不能自制情况下，人其实是“无知识”的，但是在弱不能自制情况下，人却是“有知

识”的。这种知识导致行为的出发点，是无法从根本上论清人何以知善从恶的，只能把欲望当做论证工

具。并且，此处暗含了一个论证前提，那就是人的根本属性并不是欲望，而是理性，人本就该按照理性

行事，欲望处于理性的下级。 
要想打破这个僵局，解决弱不能自制问题，必须重新审视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康德的自由意志论就

是对此的突破。 
与亚里士多德区分理智与欲望类似，康德实践哲学中也存在着理性与感性的对立，理性会带来智慧，

感性会产生欲望。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不认为知识与行动之间有必然联系，而将人具有自由

意志引入讨论。在康德视角下，不能自制者是理性存在者，因而具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地选择趋善或

者趋恶的行为，行为者明辨善恶，但依然以感性的动机替代理性的动机，依据自身自由选择的行动准则

选择了趋恶行为，这种选择虽然不是善的选择，但依然是自由的选择。由此可见，康德善良意志观的进

步性，主要体现在强调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上。 
理性与感性欲望是共同作用在人身上的，理性使人在自然因果律下得以喘息，而感性则时刻提醒着

人是处在感觉世界里的有限的存在者。但在理性与感性二者之间，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

趋向理性，也可以选择趋向感性。若选择前者，就是趋善；反之，则是趋恶。趋恶的情况可细分为三种：

1) 欲望比理性更有力，更能作用于行动；2) 理性和欲望在行动中共同起作用；3) 人心的恶劣，颠倒道

德的秩序，将理性仅仅当做实现欲望的手段[17]。因此，不能自制的原因就在于，在意志的自由选择中，

放弃了趋善而选择了趋恶，将感性欲望放在了理性之上，从而做出了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即使是这样的

选择，也依然是自由的。 
因此，亚氏对不能自制现象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在解释严格的不能自制者问题时自相矛盾。但

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能自制者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无知或者像醉汉一样知识混乱，而是

不能自制者意识到了道德法则，却颠倒道德的秩序，把道德法则看作实现欲望的手段。这是意志自由的

一种运用[17]。 
康德自由意志对自制问题的进步性解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基于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的思考

沉淀。阿奎那时代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对自制这一概念已经有所沿用，在注重城邦的古希腊时期，自制

的含义偏重指城邦自治，及至中世纪宗教时期时，阿奎那等人指出，如若个人的决定和行动出于自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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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即当他自由时，则他是自律的[18]。康德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提出意志自律，体现了其在继承传统的

同时完成了理论的突破。但与此同时，不能认为康德的意志与选择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全然否定。

理性的道德慎思，首先开始于意志的自由选择能力。这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意愿选择原则是分不开的[19]。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从“意愿行为”切入，然后讨论“选择”，继而从“慎思”来论述

在何种境况下人应该为自身的行为负责[20]。由此可见，意志自由在亚氏那里是隐而不显的，亚里士多德

伦理学对康德意志论的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康德的自由意志学说也并非完美无瑕，比如在一些情境下这种意志导向论是无法很好地处理结

果问题，“尽管这种义务论的学说可能有忽视行为结果的缺陷，但是，从它强调人的自由而言，它抓住

了伦理学的核心[21]”。并且康德在其意志自由思想中的自由与无所顾忌的任意的自由不同，其更加强调

人类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为约束上，康德的观点不同于以往强调“他律”对自身

行为的约束，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的自律行为[22]。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无法解决不能自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知识学倾向。但并不是他一时不察才

误入知识学陷阱，而是简单的三段论结构无法解决这个疑难，他自身似乎也有所感觉，于是通过夸大感

情对人选择的影响来弥补，可是这仍然无法解释“知善从恶”。而康德从自由意志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

为选择无疑是更合理的，因为这绕过了感情与理性这对“冤家”，并没有把人的行动一味地放在一种自

然欲望与逻各斯不停割据撕扯的观感之下，而是通过点出人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来解开这个矛盾的结。 
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视角来看，伦理学本身似乎是一门“下降”的学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将伦

理学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学，不像其师柏拉图一般垂青于人之上的理念世界，而是要将哲学目

光从理念拉向人自身。康德伦理学也是如此，要从自然律下争人性的一寸之地。虽然康德主张意志自律

与自我控制，但是究其根本，康德认为人才是目的本身。康德重视人的各种能够促进德性的自然情感，

良知、爱、同情等都在康德的德性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23]。这种下降的比喻并不是贬义说法，而是意在

指出，所有人之上的思考最后都需要复归于人本身，道德哲学要为人本身赋予一个伦理意义与生存价值，

要把人当作目的来看待。 

4. 结语 

亚里士多德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去过有德性的生活，要追求幸福，要止于至善。诚然，这是非常重

要且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无法告诉我们的是：面对德性标准众说纷纭时该如何正确选择自身

的行为？在善之概念莫衷一是时如何判断行为意愿是在欲求善还是欲求恶？而之所以会引发这些问题，

是因为大千世界海纳百川，不同族群、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若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

须要思考，如何在社会中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思考模式，如何设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统一标准与社会公约。 
康德的意志论就从两个方面回应了这个疑问，即信仰与律法。信仰与律法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或主

动或被动的去遵循的，而意志论恰好就从这两个方面出发——信仰“物自身”世界的存在，以及遵循道

德自律。这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超越，实质上更是他所处时代的真正的启蒙运动。善良意志和

自由意志使道德选择的主动权回到了人自己的手上，还将理性抬到了至上的高度，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的那样——“它使我的存在指向永恒”[24]。 
无论是何种思考与答案，都是不能无视时代因素的，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还是康德的时代，因

此不能将康德意志论看作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纠错或推翻，而是应看作是时代间的对话；关于真理

和善的讨论并不是地层般简单更替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中完善的。本文的初衷就在于寻找康德伦理学与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相似的维度，寻找二者比较的可能性，寻找德性伦理学与义务论对话的可能性，

进而寻找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之间交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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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为了解决自己所处时代的道德哲学困境，超越性地继承与突破前人的思想，这也留下了一个问

题给我们：为了解决当代的道德困境，我们要如何继承与突破前人思想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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